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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是一种同时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基本理论方法，强调主体
在一定的理性程序和必要的初始条件下建构出伦理规范，伦理规范是结果的实现而不是演绎前
提。这意味着道德建构主义降低了实在论的知识论的完备性的伦理学地位。道德建构主义认为
道德规范应该是绝对命令程序的建构结果，这个建构程序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人作为建构
主体的特殊的形而上学特征———反思性。反思性在此处表现出心灵自反性、自设目的性、绝对自
发性以及活力精神性的统合，从而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概念论的又是德国观念论的。建

构主义的核心也即反思性的核心体现在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论述中。理性事实通过类似于科学性
的表征方法，试图实现观念性与活力精神性的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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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使用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方法论来构建他的伦理学体系。他将自己的建构主
义称作康德式的建构主义( Kantian Constructivism) ，他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了建构主义的解读，并将这
种解读运用到政治哲学领域，最终从形而上学的道德建构主义走向实践的政治建构主义。本文将集中
分析罗尔斯的道德建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主要体现在罗尔斯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解释中。
康德式的建构主义是一种同时强调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理论方法，它强调主体在一定的理性程序和

必要的初始条件下建构出伦理规范，伦理规范是这种建构程序的结果的实现而不是前提。要准确理解
康德式建构主义，需具备两个必要条件: 一则要对它的对立面———道德实在论有足够的认识; 二则要理
解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建构主义的立论建立在反道德实在论基础上，旨在反对一种机械的客观主义，
体现了建构主义的主体主义立场。而康德哲学则为建构主义的客观性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说明。反实在
论与康德哲学保证了建构主义“既向左看，又向右看”的特点。

一、作为反实在论的道德建构主义
道德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18世纪的 Samuel Clarke，John Balguy和 Ｒichard Price，以及 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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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世纪的 G． E． Moore，W．D． Ｒoss，H． A． Prichard。后来科尔斯戈德( Christine Korsgaard) ［1］64将 Derek
Parfit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罗尔斯将这种实在论称为理性直觉主义( rational intuitionism) ，而科尔斯戈德
称他们为传统理性主义或者教条理性主义。理性直觉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基础的正当与善的道德
概念，以及个人的道德价值不能直接通过非道德概念分析而得到( 虽然可能在分析时借助它) ; 第二，合

理陈述的道德的第一原则( 无论一个还是多个) 是自证的前提，它们可以被作为好的考量基础来应用三

个基本道德概念，即，确定某事是内在善的，或者确定某行为是正确的，或者确定某一种品格具备道德价

值。”［2］557第一点意味着道德性质的客观性与自然性质无关; 第二点是说道德原则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
“杀人是错的”，而且这些原则是第一性的、固有的、独立的。除此之外，这里的“直觉”被类比于对数学
公理的先验直觉［3］73。在理性直觉主义的世界里，只存在分析的道德证成过程。比如杰克杀了人，那么
这个行为就是固有、内在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在此应用了“杀人是错的”这个第一原则，确定了杰克杀
人这件事的内在价值。而一个全然遵从“理性直觉”，从而用纯粹分析的方式教条地规范自己每一处思
想和行为的人被科尔斯戈德［1］3称为上帝之犬，因为这毕竟是非自主的。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内容性的规范需要由主体能动地参与建构而成，而不能只是被主体直觉

到。罗尔斯之所以反对道德实在论，便是因为这些道德原则独立于个体( 主体) 而存在，而且决定个体。
如果根据道德原则的应用就直接可以推断一个行为的对错，那么人的自主性就被搁置到一边了，人就只

是帮助达到这些作为内容性目的的道德原则的工具而已。此外，实在论与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也不同，前
者体现了一种机械的目的论的世界观，而后者则体现了一种自然目的论或有机论的世界观。相对而言，
前者关注“有”的第一性的确立，从而保证推理的完备性，然后通过分析演绎的方式获得“多”，个体只是
通达这个目的的手段; 后者主要关注从个体性的“有”到复杂的“有”的发展过程，这是从一种多元价值
发展到另一种多元价值的过程，而世界作为一个总体是向善的。这可以通过罗尔斯对建构主义的应
用———正义论的建构来说明。
罗尔斯认为他的理论是对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的调和。它的最终目的是良序社

会( well ordered—society) 与完善的道德人的统一。罗尔斯的契约论建构是从一个未完成的“良序社会”
开始的，这与“自然状态”稍有不同，与实在论截然对立———只在乎一个不偏不倚的真理框架，理论家要
做的是把质料填入这个框架。此外，这里的个人还具备一些基本善( primary good) 。这些基本善是内容
性的，更是形式性的，比如“思想的自由”，这里其实已经包含了第一正义原则的一些原始成分。罗尔斯
假设这些人是有理性的( reasonable and rational，康德用 vernunftig来同时表达这两种意思) ，并且处于无
知之幕之下。以上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原初状态。无知之幕的作用从消极层面看恰恰在于彻底消除了
实在论的道德原则存在的可能。我们可以将原初状态中的人理解成相互冷漠的，只有这样，某种共同
的、在先的道德原则才没有存在空间。良性社会、基本善( 基本人性) 和理性程序本身似乎表明，罗尔斯
的道德建构主义依然带有实在论的成分［3］242。按照罗尔斯的论述，观念的表征( 或内容的拟定) 都是要
通过程序来完成的，正如对一个角色的定性要通过表演来完成一样———虽然我们在事先都知道有这么
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具体的绝对命令要获得它的内容的规范性，需要通过建构程序来实现。在这里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从“潜在的”实在，通过建构，发展为一个“实现”的实在的过程。而建构的主体———人
的特征则是拟定( specifying) 这个具体定言道德律的关键［3］237。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总体的引导性问题———本文的主旨在于致力于回答: 程序的规范性的获得

对建构主体有什么要求，这种条件性的联系是如何可能的( 问题一) ?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如何理解建构

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我们来分析罗尔斯的康德式道德建构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要理清
这一点，分析《道德哲学史讲演录》是最好的途径，因为这里有罗尔斯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构主义式
的直接解释。通过层次的深入，我们将逐渐深化引导问题，而康德哲学也恰好通过层次的递进，逐渐给
出了答案的核心。

二、道德建构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罗尔斯对康德的解读分为三个部分［3］146，分别是道德律( moral law) 、理性事实( the fact of reaso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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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前两个部分与建构主义直接相关。
道德律部分是对绝对命令三个公式的建构主义解读，详细描述了道德律建构的程序( 自然法) 、主

体( 作为目的的人) 与终极目的( 自我立法的目的领域———罗尔斯偏好用 realm 这个词而不是 king-
dom［3］175 ) 三个要素。而理性事实部分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难点，概括地来看，这一部分要解决的是
建构主义的主客观的协调问题。这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与实在论的区别，甚
至还有与休谟式的自然主义的区别与联系。由于理性事实是对道德律建构中的一些核心特征的抽象，
所以我们需要从道德律部分开始介绍。

( 一) 建构程序———绝对命令程序
绝对命令程序(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rocedure，简称 CI 程序) 公式: “你要如此行为从而使得你的

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成为一条普遍的自然法则。”［3］169

在对绝对命令第一公式的解读中，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可以充分直接与《正义论》中的政治建构对接
的程序。他把 CI程序分为四步: ( 1) 在环境 C 中我要做 X 来实现 Y 除非 Z( X 是行为; Y 是目的，一个
事件状态) 。( 2) 每个人都会在环境 C中做 X来实现 Y 除非 Z。( 3) 每个人从来都会在环境 C 中做 X
来实现 Y，就如同一条自然法则一样( 这条法则正如我们的自然本能一样存在我们身上) 。( 4) 我们要
将( 3) 中的类自然法与已存在的( 在我们的理解中的) 自然法相融合，等到融合后的自然法充分产生新
的效应的时候，尽量地反思。［3］168－169

这四个步骤仅仅是逻辑上分离的。( 1) 中表达的是一种合乎理性( rational) 且真诚的实践同一性
( practical Identity) ，即我真诚地认可某个作为事实的目的，并且通过合理的途径诉诸实践( 行为) 。这
种同一性的特点是它有主观权威性( authority) 。这里的行为只是遵循一条假言命令的准则———所以才
有“除非 Z”的假言条件。不过这首先姑且要被看作一种偶然的实践同一性，或者说一种偶然的意志或
个别的意志。( 2) 中形成的是一条普遍化规则( Universal precept) ，这个概念是罗尔斯所创，并不是康
德的术语［3］165。这是由假言命令向绝对命令过渡的一个阶段，也是准则获得普遍性与客观性的一个阶
段。( 3) 是指普遍化规则通过了 CI 程序的测试，成为了一条类自然法则。这是绝对命令的实现，因为
绝对命令其实一直作为某种形式构成( consist) 在前 3步之中，当然也包含在第 4步中。( 4) 是罗尔斯的
建构主义的重要创新之处，它体现了反思平衡。罗尔斯认为融合之后的新自然法是一种“调整后的社
会性世界”。我们可以联想到《正义论》中，罗尔斯将正义原则定义为一种基本社会结构，而人们在原初
状态中备选的规范就是这样一些表征社会结构的“新自然法”。罗尔斯认为这里的“反思”包含对人的
某种抽象［3］175，这种抽象就是对一些信息的限制。这与科学上的控制变量的方法是一致的，霍布斯在
《利维坦》中就模仿了这种方法，康德与罗尔斯都沿用了这种模仿。罗尔斯限制了个体的特殊目的( 如
第一步中的目的) 与个体在社会中所在的位置，这就是无知之幕的来源。
这一部分的引导性问题是: ( 3) 中的普遍的类自然法来源于特殊的准则———最终可追溯至( 1) ，而

( 4) 又要求限制准则的特殊性。这种所谓的对“规则的限制”即对内容的法则化是如何可能的( 问题
二) ? 这个问题是对问题一的展开，它涉及具体建构过程的特点，并且讨要符合要求的条件，这个条件

来自建构主体的特性。
( 二) 人的心灵是观念集合还是不可还原的个体———能动者?
建构主义的主体是不可还原的———无论是用功利还是用事实( 或事件状态) 来还原，它是一种作为

自在目的的能动者( agent) 。
人是目的公式:“你要如此行为，以至于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他人，都不可将人简单地看作是一个

工具，而要永远当作是一个目的。”［3］184

“目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一个事实或事件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实现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和康
德都强调形式是具备实体性的。但这种实体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实体。这要结合能动者( agent) 的意
义来看，agent有代理和人造之意，康德这里的 agent主要代指理性人格( 兼具 agent 的所有涵义) 。人格
是有实体性的，但是却并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如功利。它只会作为一种形式存在，而这种形式就是一
种自在的目的。人格在社会活动中是作为个体的代理而存在，同时也是自我创造的。当我们说人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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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目的，无非是在说规范是为有人格的人服务的，或者有人格的人是规范的创造者。然而，此处的规
范并不是实体的善，而是关于善的观念，或者是关于道德法则的观念。道德法则处于理知世界( 超验世
界) ，是人无法获得的。人只能通过实践的、同时也是理论的直觉来表征( 同时创造) 规范的观念，而绝
对命令就是这个表征。人格的形而上学载体无非是心灵( mind) 。所以人是目的公式的形上学的完整
表述应该是: 人格即心灵，心灵作为目的本身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生成了关于自在之善( 道德法则) 的

观念。而我们应当保护心灵的表征与实践的能力。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观念论( i-
dealism) 或特殊的概念论( conceptualism) 。
概念论的心灵观，不同于实在论和极端的唯名论。前者把心灵对象化，使得它成为一种心理属性

( 形式) 的例示( 观念) 的集合( 也就是事实性个体的集合) ; 后者把心灵看作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建议把

它取消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采取实在论的往往是一些休谟式的自然主义者，正如科尔斯戈德所
述［6］101－132，他们把人看作心理事实和物理事实( fact) 的简单堆积( mere heaps) ，换句话说一个人就可以
等同于他一生中所经验的所有观念与印象图像的堆积加上相关的物理事实的堆积。后者则是一些取消
主义者，他们往往只承认物质的存在，不认为存在心灵，而单独处理客观价值属性———这为功利主义提
供了一个价值属性实在论的基础。概念论认为心灵是一个比观念更基础的东西，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
观念或价值本身，而应该是观念和价值之元。这是笛卡尔以及德国观念论所遵循的一种理论。
罗尔斯认为康德所遵循的是莱布尼茨的观念论传统。康德的“人”( person) 虽然不排斥休谟所说的

事实性，但是此外还具有人格性。人格部分的人就是能动者( agent) 。能动者是一种有生命的，即有心
灵因素的实体观念，所以这是一个与“灵魂”有关的概念，而不仅是一个与“意识”有关的概念。当我们
指称凯撒这个个体的时候，不仅指称他的生平事迹，还指称凯撒的灵魂———一个能动者。康德并没有像
柏拉图一样将灵魂设计为一个独立的自存实体。他将本体界( 自在之物) 与现象界分开，将“自在之我”
的谓述功能取消掉( 取消形上学谓述) ，只保留了一个作为先验观念的人格的谓述功能。这是在试图把
“灵魂”的内容性的客观性来源的形上学的谓述功能取消掉，即不再通过包含动力因的先天“理念”来保
障内容的确定性，而是通过纯粹的形式因来完成这一点。但是这个人格观念却与概念示例完全不同，当
我们知觉( 直觉) 到它的时候，我们就构成了它，它是与动力因或实践性相联接的。正如罗尔斯［5］265所
说，在这里概念与直觉是同一的。在下面谈到理性统一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来解释这种同一是
如何可能的( 问题三) ———康德对这个同一的过程的描述。

( 三) 客观性的获得———理性的平等与统一
如果我们将道德建构比作一场实验，那么第一公式的 CI 程序是在设置实验的初始条件和实验步

骤，而第二公式确定的则是实验的对象和主体，第三公式则要阐述实验反应的力学原理。但是至于实验
结果是什么，我们无法确定。
目的领域( realm of ends) 公式:“应当总是这样来行为，使你的全部行为准则是这样的，即你可以通

过这些准则建立一套统一的公共道德规则，所有的理性而合理的人都认同这个规则，这与他们的人性是

一致的，并且( 在可取的条件下) 生产一个目的领域。”［3］205

第三公式又被称作自律公式或自我立法公式或目的领域( 王国) 公式。这是将能动者的内在因素
进行分析，以说明目的领域( 自律人领域) 的可能性。能动者的内在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面，一个面是( 自
由) 意志，笔者称之为动力学层面，另一个面是理性，笔者称之为运动学层面。( 自由) 意志是能动者的
形而上学的根基，而理性则描述了这个根基，或者说揭示了这个根基的法则，即道德法则。
康德将自由意志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自我设立的目的为对象的能力被称为积极自由，

这是一种自我创建的能力。因为自我对象性的获得是通过自在目的性获得的，而对象性的表征是存在
依据，所以说积极自由表征了自我的自我创造，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实现( realization) 的过程。积极
自由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自由，这种自由( 意志) 带有法则性。这里的法则指的是目的王国的法则，
即每一个自我都将自己和其他个体设立为目的，这里的法则受( 纯粹) 实践理性表征。消极自由是指绝
对的自发性，是独立性的、排除他律的，这就是先验自由。当我们获得某种偶然的实践同一性的时候，我
们会“通过理性”知觉( 直觉) 到某种否定性的批判力量，这种力量通过绝对命令被表征。当我们得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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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理性的事实。这个事实首先是对某种普遍性的实践同一性的表征，正是这
种普遍性构成了对偶然的同一性的批判力。而这种普遍性的实践同一性就表现为道德法则的观念。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而且积极与消极的划定有人为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独

立地处理两者之一，或者将其中一项当作更根本的项目。积极自由靠( 纯粹) 实践理性表达，消极自由
靠知性或先验理性来表达。所以相对应而言，纯粹实践理性与先验理性在此处也不能被看作是相互独
立的，而且也不能被看作是不平等的。这就是罗尔斯所强调的理性的统一与理性的平等。这是从“横
向”来看。
在理性问题上，我们有两个待处理的关系: 理论( 理性) 与实践( 理性) 的关系( 横向) ，经验与先验

的关系( 纵向) 。这两对关系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这么来看: ( 先验) 理论理性或知性涉及如何区
分经验( 自我) 与先验( 自我) ; 而( 纯粹) 实践理性涉及如何统一经验( 自我) 与先验( 自我) 。
经验自我是指自然人，自然人是服从自然律的，经验( 合) 理性无法将自然律看作是他律的。只有

先验理性才有可能将人“看作”是他律的，这是因为它能将自我既看作经验自我又看作先验自我，先验
自我是自律的，只有自律存在，他律才获得意义。虽然先验理论理性也将人看作是一个先验与经验的统
一体，但是这种“看作”( 直觉) 的结果是一个“理性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观念本身是空洞
的，不能够起到真正的“统一”的作用。真正的统一应该是一种非描述意义( 运动学) 的能动( 动力学)
意义上的统一。所以说真正意义的“统一”是实践的统一———( 纯粹) 实践理性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就
可以来回答人是目的公式中的那个疑问了，即概念与直觉的同一是什么意思( 问题三) ? 这是一个关于

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的话题，概念的基础是时空知觉形式，而这里的“直觉”就是先天综合的过程，概念
( 范畴) 的完成就是先天综合的完成。也就是说概念是“直觉”的完成，这种“直觉”不同于直觉主义的
直觉———只有认知意义，那样只会让概念变成空洞的观念，这个“直觉”作为先天综合能力还具备实践
意义，这使得概念的实现成为一个能动的过程———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此处的“直觉”的另一部分是
( 纯粹) 实践理性———所以“理性的统一”( Unity of Ｒeason) 才是真正的统一。
( 纯粹) 实践理性无法通过知识来直接表征，它只能通过诉诸经验实践理性的实践( 行为) 来表达自

己。这种经验实践的核心在于自由地选择自我的事实目的。至此为止，纯粹意义上的实践和知识没有
关系。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回答在 CI程序公式步骤中的那个疑问了( 问题二) ，即程序( 1) 要求特殊的
信息知识，而( 4) 中的反思则需要限制信息。在道德建构主义中的信息限制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失
忆”———失去知识，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悬置”知识内容。只有当选择( 行为) 在时间中展开的时候，经验
知识才会介入进来。当这种“悬置”被借助到契约论传统中的政治哲学里使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场
天马行空一般的“演出”。也就是说，CI程序在绝对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经验程序，而是一个先验程序，它
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来帮助我们从先验层面建立一套对经验制度的批判标准。所以当我们真的开始使
用这个程序来建构规范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某种“假装”的意义上来屏蔽信息，建立人为的无知之幕。
当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谈论这种信息限制的时候，这种“剧场”效果尤其明显。让我们最后来总结
一下本段: 实践约等于对知识内容的“悬置”，而这种“悬置”在规范的形成过程中犹如一场“演出”。
回到问题一，良序社会、基本善( 基本人性) 和理性程序本身这些初始要素的实在性要如何被解释，

这与人性的形而上学有何关系? 或者具体道德绝对命令( 良性社会、基本善和理性程序本身的表征) 通
过怎样的人性形上特征获得它的内容的规范性的? 答案是，这种实在性不是先天的实在而是潜在的实

在，只能在人性中的法则的彰显和实现的过程中才得以获得。它们作为( 潜在) 知识的客观性是通过先
验综合的过程( 建构程序) 来获得的。问题最后的难点在于理性建构程序本身———反思的存在依据是
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反思性的存在方式? 这就是理性事实问题。

三、理性事实与完备性
理性事实问题( fact of reason) 可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回答了———理性事实是依存什么而存在的? 第

二点回答了———我们如何来对待理性事实的这种存在方式?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道德律( 法则) 的意
识( 观念) ，即理性事实的内容就是一种关于道德律的观念。道德律的观念的核心是它的权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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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威性必须在日常的道德实践和道德心理事实中有所显现。而这种显现就是理性事实［3］255。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此处道德权威性与事实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种事实是一个观念。然而，我们需
要明白，这里的道德心理事实绝对不只是休谟意义上的直接关于对象的印象或观念。康德使用道德情
感来显现这种事实，也就是使用命题态度而不是命题来显现这种事实。命题态度是对具有意义的命题
本身的反映，即反思。而反思就是理性事实的存在方式。反思就是对观念的观念。毫无疑问反思是有
对象性的，但是这种对象性与直面外在对象的对象性不同。作为观念的内在对象是自我创造的。而这
种自我创造自身就可以保障道德律的权威性。这是因为理性的平等与统一: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 先
验) 理论理性保障了绝对自发性的消极层面，而( 纯粹) 实践理性则保障了绝对自发性的( 积极) 层面，也

就是实现。也就是说，反思在将自我与外界划界的同时建构了自我，并通过实践实现了自我。可见反思
性似乎即具备实在性又具备观念论的反实在性。这是令人糊涂的，然而罗尔斯本人并没有给出更详细
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康德先验哲学要面对的问题。
关于理性事实，罗尔斯的论述并不多，这为后来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留下了余地。科尔斯戈德

试图将反思的基础看作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试图把一些游走在自然属性和心灵属性边缘的属性

来作为这种能力，并且承认这是一种新的实在论。另一些学者( 如 Frederick Ｒauscher［7］) 则认为理性事
实不应该是一种实在，而只是纯粹观念。由此可见，罗尔斯的研究至少已经促进了道德实在论的发展。
除此之外，道德建构主义还试图彻底清理古典功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 请注意罗尔斯评定了 Sidgwick
对康德解释) ，并且获得了成效。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理性事实与道德建构主义的关系，道德建构主义反对在先验的实在性原则的基

础上进行道德演绎，认为应该相信人的力量能够在程序的帮助下获得一个公正的正义原则。而人之所
以能够具备这个能力，是因为康德对人类的意志和理性能力进行的类科学的考察。最终的结论是人能
够做到这一点。这种考察是前所未有的。上文中说过，意志与理性是人这个主体，或这个心灵的一体两
面。意志表征着人的原始的能动的心灵或生命动力，这是一种不可言的自在之物，而理性则表征着人的
智性的一面，是可以言说的，这类似于科学上可以观察，检验甚至证伪的意思。之所以说康德的研究是
类科学的，是因为: 正如牛顿力学一样，人们广泛地接受它是因为牛顿三大定律的数学公式的普遍说明

力，而不是牛顿对“力”这个概念的解释本身是一种真理。当我们说理性以一种综合的方式统一起来，
实现了自由意志的功能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是这种综合是不是在它所标定的检验方式之下能够获得

普遍的验证，而不是对自由意志本身的解读。当康德将我们引领至此的时候，理性事实就如同一个定理
一样被引导出来。它成为了对理性的统一的最好的表达。正如上文所述，只要我们承认理性事实的观
念式的存在方式( 或它的概念的特殊抽象性) ，那么我们就要承认道德的权威性与事实性是联系在一起

的，进而我们就需要承认理性的统一，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通过先验哲学的建构建立后者的确定性，这

个联系才得以保证。当这个联系获得了确认，道德建构主义的程序就获得了客观性———这是一种形式
主义的完备性，从而道德作为建构结果( 目的) 也就获得了客观性或内容的完备性———如果这个目的最
终能达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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